196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核子结构和穆斯堡尔效应
    霍夫斯塔特像
穆斯堡尔像

196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霍夫斯塔特（Robert Hofstadter，1915—1990），以表彰他“对原子核里电子散射的先驱性研究及由此获得的核子结构的发现”；另一半授予德国慕尼黑技术学院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加州理工学院的穆斯堡尔（Rudolf Mössbauer，1929—  ），以表彰他“对 γ 辐射的共振吸收的研究和发现与此相关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效应"。
核子结构的发现
霍夫斯塔特是斯坦福大学两英里长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的主要负责人。他和他的合作者利用这台设备发现质子和中子（通称核子）是内部相当复杂的物体，而不是过去假设的那样是类点性的或“基本”的粒子。他们测量了这两个粒子的电荷和磁矩的大小和分布。或者说，他测出了这两个核子的四个电磁形状因子。每个核子各有电的和磁的形状因子，所以共有四个形状因子。形状因子是核物理学里的一个技术术语，用以描述粒子与其他粒子以及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因此，形状因子要比普通的大小和形状更具普遍意义。
霍夫斯塔特不但发现核子的形状因子确实存在，而且了解到这些因子是如何起作用的，他的成果导致了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南部阳一郎（Y.Nambu）提出新型重介子的存在。后来（1961 年），这些重介子陆续被发现，它们是 ρ 介子、ω 介子、φ 介子等。这些介子在核子间的力和相互作用上起着重要作用。
图 61 – 1 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SLAC）全景

霍夫斯塔特还测定了许多原子核的大小和形状，并从这些研究出发，发现了原子核基本结构的框架。霍夫斯塔特知道了核物质是怎样才得以把自己安排在最稳定的状态。他发现原子核会在自身周围组成表面层，原子核的平均半径服从一个定律，即半径 R 随核的质量数 A 的立方根变化：
R = 1.07×10−13 A1/3（cm）
在做这些研究的过程中，他测定了氘、氟、氦-3、α 粒子、碳、氧和钙等原子核的大小和形状。
当霍夫斯塔特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到斯坦福大学就任新职位时，他知道那里有一座庞大的加速器正在修建。他对能用这台新设备做些什么想得很多。对他来说，这使他有可能“看到”原子核的内部，从而有可能确定质子和中子在核内是怎样联系的。
这件工作可以和早年在原子分子领域所作的工作类比。G.P.汤姆生及其他人曾用50 keV 的 X 射线和电子束显示衍射花样，从而明确地显示出了原子中的电子结构。霍夫斯塔特认识到类似的结果也可以从原子核得到，只要把尺度减小一万倍。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 100 ~ 500 MeV 的电子束，而不是 50 keV。能量为 100 ~ 500 MeV 的电子束，其波长比大多数原子核小得多，因此就可以充当“炮弹”打到原子核内，以探测原子核和核子。
霍夫斯塔特的方法是把一束强大的能量单一的电子以高速轰击靶子，靶子内含有待研究的原子核，轰击后发生散射，再检测和统计散射到不同角度的电子数。需要知道的是碰撞是弹性的相互作用还是非弹性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电子弹回时有没有使被轰击的核激发甚至被击破，或者有没有发生某种相互作用使原子核激发或蜕变。这是靠一台庞大的磁谱仪完成的。用切伦科夫计数器可以精确地探测电子，而无本底干扰。1953—1956 年就是用这台仪器研究过许多原子核的角度图像。
很快就测定了原子核外表面有一层逐渐变化的“皮肤”。这层“皮肤”的厚度对所有各种原子核基本相同（约为 2.4×10−13 cm）。还观测到核的内部具有均匀的密度。
1954 年霍夫斯塔特认识到，他的方法有足够的威力可以研究质子和中子，他和研究生迈克阿利斯特（R.W.McAllister）立即转向寻求有关质子结构的证据。他们惊奇地发现，在当时所采用的能量（大约为 188 MeV）的条件下可以很容易地探测到质子的结构。他们确切地证明了质子不是点状的。霍夫斯塔特和迈克阿利斯特还测定了 α 粒子的精确大小。霍夫斯塔特进一步又探测了中子。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伊利安（M.R.Yearian）研究了氘核，他们观测到明确的事实，即中子和质子在体积上是一样的。在很多方面中子的结构与质子相似，甚至中子的磁性形状因子和质子的也一样。
从这点开始，霍夫斯塔特的斯坦福小组作出了长期努力，对中子和质子的四个形状因子取得了更精确的测量结果。他们经过反复测试，判定这些数据都是可重复的，他们反复验证所作的发现。1950 年康奈尔大学也有一个小组用类似的方法研究质子，但用的是环形加速器，而不是直线加速器，他们完全证实了斯坦福的结果。从此对原子核和核子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霍夫斯塔特及其合作者还证明了原子核的共振能级也可用电子散射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就进一步开发了一种新的手段：通过核能级的非弹性激发来研究原子核。
穆斯堡尔效应的发现
穆斯堡尔效应指的是 γ 射线的无反冲发射和共振吸收效应，这是核物理学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共振吸收的概念由来已久，瑞利在 19 世纪末就预计到原子体系中有可能产生共振现象。1904 年伍德（R.W.Wood）用钠光源实现了原子的共振荧光。他把钠焰发出的 D 黄线照射装有钠蒸气的透明容器，被容器挡住的屏幕虽然出现阴影，但在容器周围却显示了同一频率的荧光。
为了实现原子核的共振吸收，人们曾作过如下几种尝试。
（1）比较法。1929 年库恩（W.Kuhn）首先试图在实验中观测到原子核的共振荧光。他认识到，吸收体中的原子核必须跟放射源的原子核相同，才有可能实现共振吸收。他将钍蜕变为铅 208 的过程中所辐射的 γ 射线打到 PbCl2 上。同时，以镭放射源照射 PbCl2，比较两者的差异，可是经过成百次的对比实验都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两者没有可察觉的差异。以后的一二十年，人们一直沿着他的思路继续试验，均未奏效。原因显然是他们没有估计到原子核反冲的破坏作用。
（2）多普勒频移法。1951 年默恩（P.B.Moon）系统地分析了反冲作用引起的能量变化，认识到库恩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考虑原子核的反冲。他提出，如果利用多普勒效应，使发射源处于高速运动状态以补偿 γ 射线因原子核反冲而损失的能量，这个速度 v 只要满足式
Eγ·v/c= 2ER
就可以使发射谱和吸收谱部分重叠，因此有可能实现共振吸收。式中 Eγ 为 γ 射线光子的能量，ER 为核反冲能量，c 为光速。
他把放射源 198Au 镀在钢制转子边缘的某处上，用超速离心机使转子边缘以 800 m/s 的高速旋转。198Au 经 β 蜕变形成 198Hg 并发射 0.411 MeV γ 射线。γ 射线由水银接收，并用盖革计数器检测散射的 γ 射线，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观察到了 γ 射线的共振效应。尽管这个实验条件要求太苛刻，难以付诸实际应用，但仍不失为第一次成功的试验，因此颇引人注目。
（3）升温法。1953 年马姆福斯（K.G.Malmfors）采用另一种方法产生多普勒效应，也观测到了 γ 共振。他把放射源和吸收体的温度升高，使原子热运动加剧，从而把发射谱和吸收谱展宽到足够的程度。当两曲线出现一定的重叠时，就有可能产生共振吸收。这一做法的缺点是共振谱线远宽于自然线宽，根本体现不出核跃迁自然线宽极窄的特点，所以无法立即找到直接的应用，也就未能引起很大反响。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实现 γ 共振？如何使谱线宽度接近自然线宽，从而观测核能级跃迁的超精细结构？怎样利用这一共振效应？这些问题激励着科学家们进一步向前探索。
这时，德国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生穆斯堡尔正在梅厄-莱伯尼兹（H.Maier-Leibnitz）教授名下作博士论文。梅厄-莱伯尼兹教授建议他抓住核共振荧光的课题，并采用马姆霍斯的方法进行研究。穆斯堡尔最初的工作是测量铱 191 的 129 keV γ 辐射的寿命，他所采用的实验方案与马姆福斯等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测共振散射，而是测共振吸收强度。测共振散射，必须考虑弹性散射和康普顿散射引起的本底，使实验变得十分困难。如果在吸收中测量核共振效应，就可以避免上述困难。然而由于这一效应，特别是对软 γ 辐射的情况，比起原子壳层的吸收效应小得多，所以要由吸收实验测核能级寿命，对测量仪器精确度和稳定度的要求特别高。
穆斯堡尔认为，马姆福斯最先用到的方法看来特别适合这项测量。在这个方法中，用升高温度的办法使发射谱线和吸收谱线增宽，从而增加两谱线互相重叠的程度。如果因为反冲能量损失所导致的发射谱线和吸收谱线的相对位移，只不过是与线宽同数量级，温度升高就可以获得可测量的核吸收效应。对于 191Ir 的 129 keV 跃迁，由于光子能量较小，谱线位移不大，即使在室温下两谱之间也有相当显著的重叠。这样，不但温度增加，即使温度减小，也有可能在核吸收中得到可观测的变化。他在这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了降低温度的方案。这主要是考虑低温下比高温下更容易得到化学束缚效应。在实验过程中这一假设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证明。把放射源和吸收体同时用液空冷却得到了令人费解的结果。他起初以为是吸收体冷却造成的某种效应。为了消除这些不需要的副效应，他后来把吸收体留在室温下，仅仅令放射源冷却。经过十分冗长的实验，这实验要求仪器极端稳定，得到的结果和预期的一致：比室温时吸收得略微少些，这些测量结果的计算最后得出了待测的寿命值。
第二轮实验中，穆斯堡尔试图解释早先实验中同时冷却放射源和吸收体时出现的那些副效应。这一尝试的结果令人震惊：当吸收体冷却时，吸收不是按预期减小，而是猛烈增大。这一结果跟理论预计完全相反。
穆斯堡尔先后用铱（Ir）和铂（Pt）作为吸收体，分别测其透射强度 IIr 和 IPt，求比值 = 。他将吸收体的温度固定为 88 K，放射源的温度从 88 K 升温到 370 K。实验结果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透射强度剧增，也就是说，共振吸收剧减。
面对这意想不到的结果，穆斯堡尔冷静地作出了理论分析。他注意到兰姆（W.E.Lamb Jr.）关于晶体中原子对中子的俘获过程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在 1939 年的《物理评论》，讨论慢中子受晶体的弹性散射。兰姆假设在核能级跃迁时晶体的状态不发生任何变化。这一前提给穆斯堡尔很大启发，使他认识到降温后截面增大（即透射强度比减小）的原因可能就是由于原子核与晶体间的束缚增强的缘故。兰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同，但处理方法完全可以借鉴。穆斯堡尔借助于这一现成的结论模式，把它移植到 γ 辐射的共振吸收问题上，很快就作出了理论计算。
按照这一思想很容易推想到，如果原子核完全被晶体束缚住，就可以得到更大的共振吸收截面，穆斯堡尔领悟到，这正是无反冲 γ 共振。他这样解释无反冲 γ 共振：束缚在晶体内的原子核在发射或吸收一个量子时，一般会使吸收反冲动量的晶格振动态发生变化。由于内能的量子化，晶体只能以分立的数量吸收反冲能量。随着温度的降低，内部能态被激发的几率越来越小。所以对于一部分量子跃迁的软 γ 射线来说，晶体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吸收反冲动量。由于晶体具有很大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发射或吸收的能量实际上不受损失，因而能够理想地满足共振条件。
利用 γ 射线共振效应，有可能出现一个不移位的强发射谱线，也有可能出现一个不移位的强吸收谱线。图 61 – 2 就是穆斯堡尔在论文中发表的理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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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 2 191Ir 在 88 K 温度下的发射谱和吸收谱

这两根曲线分别代表 191Ir 在 88 K 温度下的发射谱和吸收谱，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宽分布的谱线，起因于束缚在晶格中原子的热运动；另一部分是具有自然线宽的极其尖锐的谱线，起因于晶体作为一个整体发射和吸收能量，这类跃迁没有反冲能量损失，发射和吸收谱线都出现在共振能量 E0 处，图 61 – 2 中这两根谱线强度都以 1∶200 的比例缩小了。
随着温度的降低，上述第一部分的贡献将减小，而第二部分将增大，因为这时原子核与晶体间的束缚将更强，换句话说，就是随着温度的降低，无反冲发射或共振吸收也应增强，这就完全解释了穆斯堡尔早先观察到的反常现象。
理论解释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用实验直接证明无反冲核共振谱线的存在。穆斯堡尔想到了默恩用高速转子产生多普勒频移的实验，默恩的实验是用多普勒效应补偿反冲能量损失，这里则是要靠相对运动来破坏共振条件，从而测出共振谱线的宽度。默恩用高速离心机驱动，速度高达 800 m/s，这里只需要几 cm/s 就足够了。
穆斯堡尔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就立即回到实验室准备实验。配置锥形传动机构需等许多时日，他实在等不及了，于是利用德国机械玩具工业发达的优越条件，花了一天时间在海德堡街上的玩具商店选购零件，立即建成了一台转动型的速度谱仪，这样就使日程加快了许多，不出半月，他就得到了与预期完全相符的结果。
用这个方法测得 191Ir 的 139 keV γ 辐射的线宽为 Γ = 4.6×10−6 eV。穆斯堡尔定义共振谱线的能量分辨率 E/δE 为跃迁能量 E0/Γ 与自然线宽 Γ 之比。以 E0 = 129 keV，Γ = 4.6×10−6 eV代入，得 E/δE = E0/Γ = 2.8×1010，高达百亿量级，比通常已认为是相当精确的原子共振荧光还要高出 4 ~ 5 个量级。再加上所需仪器设备极为简单，所以穆斯堡尔的论文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很快就得到了广泛研究。不出一年就找到十几种核素存在穆斯堡尔效应。其中尤以 57Fe 的 14.4 keV γ 辐射最有价值。因为它的自然宽度仅为 4.65×10−9 eV，比 191Ir 的 129 keV γ 辐射的自然线宽 4.6×10−6 eV 窄三个量级。而其跃迁能量为 14.4 keV，比 191Ir 的 129 keV 低一个量级，再加上它的无反冲因数高，在室温下就可以观测到明显的穆斯堡尔效应，所以一经发现，就成了大家乐于采用的最佳核素，广泛使用于核物理、相对性物理、固体物理、化学、冶金以至生物、医药等广阔的领域。除 57Fe 外，能够在室温下观测到穆斯堡尔效应的核素还有 119Sn（23.875 keV）和 151Eu （21.64 keV）。穆斯堡尔效应把能谱的测量精度提到空前的高度，正如穆斯堡尔在 1961 年诺贝尔奖演说词中讲的那样：“就是由于无反冲核共振吸收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可用这个手段来测量两体系间特别微小的能量差，使得这一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开辟了可能运用的广阔领域。”这里所谓的广阔领域不仅包括核物理本身，而且涉及物理学许多分支以及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冶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和考古学等方面，形成了一门新的跨学科领域——穆斯堡尔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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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堡尔  1929 年 1 月 31 日出生于德国的慕尼黑。他在中学时就对物理学发生了兴趣，把余暇时间都用来阅读有关物理学的书籍。1948 年他进入慕尼黑技术学院物理系，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在 1955 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除了进行硕士论文的准备工作之外，还担任该校数学研究所的兼职教师。硕士毕业以后，他来到海德堡的马克斯·普朗克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并开始从事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1961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穆斯堡尔刚 32 岁。
官网链接，霍夫斯塔特论文链接，穆斯堡尔论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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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结构的发现


 


霍夫斯塔特是斯坦福大学两英里长直线加速器中心（


SLAC


）的主要负责人。他和他


的合作者利用这台设备发现质子和中子（通称核子）是内部相当复杂的物体，而不是过去


假设的那样是类点性的或“基本”的粒子。他们测量了这两个粒子的电荷和磁矩的大小和


分布。或者说，他测出了这两个核子的四个电磁形状因子。每个核子各有电的和磁的形状


因子，所以共有四个形状因子。形状因子是核物理学里的一个技术术语，用以描述粒子与


其他粒子以及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因此，形状因子


要比普通的大小和形状更具普遍意


义。


 


霍夫斯塔特不但发现核子的形状因子确实存在，而且了解到这些因子是如何起作用


的，他的成果导致了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南部阳一郎（


Y.Nambu


）提出新型重介子的存


在。后来（


1961


 


年），这些重介子陆续被发现，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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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斯塔特像


 


穆斯堡尔像


 




1 / 2   196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核子结构和穆斯堡尔效 应           196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霍夫斯塔特（ Robert   Hofstadter ， 1915 — 1990 ），以表彰他“对原子核里电子散射的先驱性研究及由此获得的核 子结构的发现” ； 另一半授予德国慕尼黑技术学院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加州理工学 院的穆斯堡尔（ Rudolf Mössbauer ， 1929 —     ），以表彰他“对   γ   辐射的共振吸收的研究和 发现与此相关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效应 " 。   核子结构的发现   霍夫斯塔特是斯坦福大学两英里长直线加速器中心（ SLAC ）的主要负责人。他和他 的合作者利用这台设备发现质子和中子（通称核子）是内部相当复杂的物体，而不是过去 假设的那样是类点性的或“基本”的粒子。他们测量了这两个粒子的电荷和磁矩的大小和 分布。或者说，他测出了这两个核子的四个电磁形状因子。每个核子各有电的和磁的形状 因子，所以共有四个形状因子。形状因子是核物理学里的一个技术术语，用以描述粒子与 其他粒子以及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因此，形状因子 要比普通的大小和形状更具普遍意 义。   霍夫斯塔特不但发现核子的形状因子确实存在，而且了解到这些因子是如何起作用 的，他的成果导致了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南部阳一郎（ Y.Nambu ）提出新型重介子的存 在。后来（ 1961   年），这些重介子陆续被发现，它们是   ρ   介子、 ω   介子、 φ   介子等。这 些介子在核子间的力和相互作用上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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